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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时期，都非常重视体育事业对革命及国家的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中共即
将体育工作与政治结合，初步形成全民体育方针，发动农民群众加强锻炼，提高政治觉悟，以对抗国民党的围剿。延安时期，在新民
主主义指导下，群众体育路线基本形成，农村群众体育迅速发展，以服务抗战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群众体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施
行，使得国民体育政治化程度迅速加深，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积极开展，以促进民众身体改善、觉悟提高，从而服务社会主义各项建设
及国防之需要，体育的政治需求达到最高，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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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家贫弱，民众素养落后，特别是国民体质与国

民体育落后，“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1］的局面令人
担忧。强健民众体质为世人所重视，他们期望从国家层面出发，
加强体育事业，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增强国力。因而近代中国体
育事业从开始就与国家强盛、民族尊严紧密联系。民国各届政
府相继提出重视国民体育、锻炼国民体格等号召，希望国民“卫
身卫国”［2］。中国农村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动员广大农民开
展体育运动，强身健体，服务国家，是体育事业的重要任务。北
洋政府、南京政府时期，对此均有指示，但始终未能做出显著成
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即重视基层体育工作，倡导全民体
育，以健全民众体格，改造民众精神，为国家独立、民族强大而奋
斗。特别是中共转战延安后，革命理论逐步完善，在新民主主义
指导下，群众体育工作路线基本形成。农村体育工作迅速发展，
服务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群众更被
全面动员，进行体育运动，服务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需要。体育
事业是国家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国民性、民族尊严、国家力量直
接联系，政治色彩显著。农村地区全民体育指导思想的彻底形
成与全面贯彻，对农村体育事业有着巨大影响。体育活动远远
超出对身体的教育与锻炼，民族主义精神鲜明，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突出。
一、体育与政治初步结合:中共全民体育方针的萌芽
民国以来，各界政府对体育事业均较重视。1915 年 1 月，北

洋政府发布《颁定教育宗旨》，要求重视国民体育，锻炼民众体
格，保卫自身及国家［3］。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体育
法》，指出民众有接受体育教育的义务，要求各自治村、乡、镇、市
设立公共体育场发展体育［4］。社会各界也相继提出体育平民
化、全民化的建议［5］。对于农村体育，国民政府要求调查农民是
否有闲暇时间从事体育活动，按各地风俗开展相关活动，使体育

运动成为习惯，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发扬民族精神，团结起来

抗敌御侮［6］，但效果惨淡。
中共从成立起即对体育事业有深刻认识，提出体育工作要

从国家革命需要出发，锻炼民众身体，使之养成“勇敢的精神和
团结的习惯”［7］。20世纪 20 年代，中共提出要“从新建设人人
权利平等”的民主的体育制度，使之担负起民族前途的政治、经
济双重革命使命［8］。恽代英等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开展乡村
体育活动，并指出教乡民们打拳习武、游戏唱歌，使青年农民感
到愉悦，更是增进了共产党与农民群众的感情［9］。1927 年大革
命顿挫后，中共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苏区的农村体育运动，迅

速发展。中共在苏区积极开展群众性红色体育运动，其目的是
为增强民众及红军身体素质，“养成群众的集团精神和健强体
格，适合阶级斗争”［10］，从而与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等反革
命力量开展斗争。农村的群众体育运动在开展过程中，重视以
革命思想为指导，加强与基层民兵训练相结合，有组织地开展多

样化的体育活动，特征显著。
首先，在宣传中，农村群众体育活动坚持强调体育运动的革

命性。苏区政府在对国民党吸收劳苦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
进行批判的同时，明确要求各地积极组织工农劳苦青年建立自

己的体育组织，以加强体格，形成集团精神，服务阶级斗争［11］。
1932年，少共闽浙赣省委在发动苏区青年工农群众参加体育运
动会的过程中，要求青年工农群众积极练习运动技能的同时，必

须提高战斗意识，认识到“运动与斗争是不能有丝毫分离的”，不
能以运动放弃斗争工作，也不能妨碍发展苏区经济的农事与春

耕，“要在斗争与运动中锻炼与学习”［12］。中央苏区积极组织工
农群众开展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体育活动，锻炼其革命意志
和技能，以服务阶级革命及适应反围剿的战争需要［13］。因而，
苏区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动

员民众参加革命，表现出革命战争的时代性特征，政治色彩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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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央苏区的体育活动具有组织性。在农村体育运动
工作中，基层俱乐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俱乐部是工农群众自我
教育的组织，其宗旨是动员群众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

召，反对封建主义及资产阶级意识，为革命战争而战斗［14］。俱
乐部同时也是工农群众的文化、娱乐和教育机关。在体育工作
方面，俱乐部下设游艺股或体育委员会负责农民的体育活动。
俱乐部采取大众化方式，组织农民开展踢毽子、放风筝、赛跑、跳
远等简单易行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央苏区有很多农民参
加了红军，因而体育活动开始有组织的与民兵训练结合，体现出

军事化特征。苏区的体育运动非常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俱
乐部在组织体育运动时积极宣传阶级斗争，以服务反围剿战争

需要。通过有效组织，苏区的体育运动发展成果显著。各地青
年工农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到田径、游泳、秋千、篮
球、乒乓球等体育运动中来。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中也有田径赛，
很多地方也修建了运动场地［15］。
第三，苏区的农村基层体育活动，受到各级党政组织重

视，形成了自身的指导思路。各项体育活动因地制宜、灵活展
开，基层农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参与其中。特别是在一些
体育运动训练过程中，体育活动的大众化、民族化、科学化特
征开始明朗。一方面中共对农村基层民众的体育活动非常重
视，积极开展宣传并组织各项活动，动员民众参与到形式多样

的体育运动之中，以服务反围剿的革命形势需要，使得体育运

动的军事色彩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基层的体育运动受到苏
维埃政权的重视，苏维埃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使得

苏区基层的体育活动迅速开展，并且取得了有效成果。在整
个基层体育运动推行的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及党、团等相关组
织非常重视在体育运动中宣传、贯彻阶级斗争等革命理论，使
得基层社会的体育活动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特别是共青
团、俱乐部等组织开始负责体育运动，使得基层体育运动得到
有组织地自上而下地强力推广，成为中共基层体育的成功经

验和一大特色。
中共此期体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不仅是锻炼民众体格，开展

身体教育，更重要的是塑造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以发动群众

服务革命事业。体育已经远远超出体育教育、提高身体素质的
含义，承担了更多的现实政治任务。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推行
下，各项体育活动在一些较为落后、分散地区的有序展开，使得
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中政治的主导力量得以显现，并受到中国共

产党的关注与重视。体育与政治的成功结合，使得体育事业发
展中有了有效的指导思想，从而承担了更多超过其本职的政治

任务。农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接受思
想教育与身体锻炼。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农村基层体育工作，
虽然未有系统的指导思想及工作方针，但其效果及经验对此后

中共体育工作中群众路线方针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
是中共转战延安后，体育与国家政治的结合进一步加深，全民

体育方针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指导:中共群众体育方针形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开始长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建立后，以延安地区为中心，各根据地的农村群众体育开始发

展。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等地的体育活动强调为抗战服
务，体育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凸显。随着中共革命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与完善，体育事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加强民众

身体素质的同时，强调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教育与贯彻。体
育活动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全民体育的指导思想基本

确立。全民抗战离不开乡村与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言，“农民
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
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16］。陕甘宁边区实施抗战教育政策，以
适应长期抗战需要。农村基层体育紧密结合抗战需要，广泛动
员农民群众，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身体锻炼，提高民众的民

族精神及身体素质，服务抗战。
首先，延安时期的农村基层体育活动深受各级党政组织重

视，在开展过程中组织化程度更高。边区政府明确指出，部队、
学校、工厂及每个乡村的集体运动中，只有在军民中成为大众
运动，动员男女老少积极参与并经常开展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有

价值［17］。因而延安时期的农村群众体育除继续坚持俱乐部等
已有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外，还建立了民众教育馆、体育学会等
组织，设立体育娱乐干事等专业人员负责群众体育运动，以促

进体育运动的经常化、大众化、普及化开展。1940 年，延安体育
会成立，作为一个群众性体育组织，它积极组织、推动群众体育
活动的开展。1942 年，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更是要求学习苏
联人民讲究体育的风气和日德两国的尚武精神，将体育运动与

卫生工作结合，开展跳舞、滑冰、游泳等活动，以改造国民身体
素质文弱的问题，摒除“东亚病夫”的侮辱［18］。在这种情况
下，根据地的农村基层体育蓬勃发展。如延安西区的一个乡，
在俱乐部组织下，农村体育运动发展蓬勃，全乡 23 个村子均设
有体育场，村与村间经常开展体育比赛，平常以俱乐部所在地

的体育场为中心，举行跳高、跳远、赛跑等体育活动，进行军事
训练，是延安西区的模范［19］。
其次，延安时期的基层体育与抗战紧密结合，广泛动员民

众参加体育活动。1937 年，陕甘宁边区八一运动会开幕，毛
泽东在致辞中指出要“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
各派各阶层”，联合起来与日本斗争，以获取民族独立与自
由，因而这场运动会不仅是运动竞赛，更是进行抗战动员的大

会［20］。1941 年到 1942 年，毛泽东还分别给《解放日报》和重
庆《新华日报》题写了“发展体育活动，提高人民体质”和“锻
炼体魄，好打日本”的致词。正如吴玉章在延安九一运动会上
所讲:“我们既有整风运动以健全我们的思想，尤须要有体育
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才能打破黑暗的世界，创造光明的世

界。如果我们全中国的青年男女，既有伟大的精神，又有强壮
的身体，以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众，就是旋转乾坤也有这种魄

力，岂但消灭这资本主义垂死时代的法西斯蒂”［21］。边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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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明确要求各级军政首长重视、提倡体育活动，体育工作者也
要排除人民鄙视体育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开展军事体操、柔软
体操、器械操、民间舞蹈、拳术、打球、赛跑、竞马、游泳等活动，
使之普及到军民中间，造成风气，养成习惯，经常进行，从而移

风易俗，强壮国民身体素质，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担负起抗

战建国的重任［22］。
最后，延安时期的体育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新民主主义

为指导。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
反封建的文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反映着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与经济［2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它来源于占人口 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为之服务，并逐渐
形成他们自己的文化，实践革命运动。因而中共在文化工作
中，坚持必须深入群众的作风。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的发表，政治标准成为评价各项活动的更为重要的标尺。
体育工作与文学艺术等工作一样，必须服务政治需要，走群众

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原

则［24］。农村地区及广大农民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
象”，使得知识分子必须深入乡村中，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农民
需要普及教育与大众文艺，采取灵活方式，提高农民觉悟，改善

其身体素质，服务革命需要［25］。因而新民主主义政治下的农
村群众体育工作在开展过程中，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废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
想，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工农群众中普及，为工农群众服务，

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私有。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农村基层体育运动具有深刻的

革命性、阶级性及政治性，以提高民众体质与政治觉悟，服务抗
日战争需要。在中共领导下，农村体育活动普遍开展，效果显
著。体育工作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贯彻为人民服务思想。国
家需求占据首位，党的领导在体育工作的广泛开展中发挥关键

作用。这一方面服务了国家抗战需要及陕甘宁边区建设需要，
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在具体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实际工作经验。
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变得更加广泛与深刻，有效性大为提高，

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全民体育思想。体育与国家、体
育与政党、体育与政治开始全面深刻结合，并有了明确的指导
思想及工作路线，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体育方针的彻底形成

与全面贯彻打好了基础。
三、国民体育全面政治化: 中共群众体育的全面贯彻与

执行

1949 年中共成功获取政权后，在新的国家制度下，各项工
作坚持群众路线方针。在解放区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全民体
育方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体育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
要政治任务，被纳入国家计划中，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与

组织。体育沿袭其革命性、政治性、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及
教育性等特点，以推动各项建设工作。体育事业与国家政治的

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在国家的强力组织、推广与干预
下，群众体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践。1949 年，《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26］。
1954 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
重视青年人的体力与智力，公民有保卫祖国的职责［27］。国家
通过宪法确认了体育及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社会功能，并使

国民体育上升为国家任务。通过国家组织，开展农村基层体育
工作，调动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改善其身体素质、提高其政治觉
悟，服务社会建设及国防安全需要，丰富了农村基层公共生活。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体育转入社会主义体育的过程中，服

从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总任务成为群众体育的指导思想及目

标［28］。社会主义总路线形成后，国家迫切需要身心健康的人
民大众开展各项建设、保卫国防。体育是提高人民身体素质最
为积极有效的方法，备受各级党政重视［29］。体育因而成为建
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和完成总路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0］。
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最终确立了保卫国防、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
设、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目标，以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总路线
和总任务。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体育指导思想在最终形成及贯
彻中，积极借鉴苏联体育的成功经验。在冷战及朝鲜战争爆发
的局势下，体育界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制度开始大力批

判，视其为反人民的堕落的资产阶级体育，加紧学习苏联经验，

将体育工作列为国家事业进行发展，通过体育运动对公民进行

共产主义教育，服务国防安全及生产建设［31］。学习苏联的“准
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在国内制定并大力推行“准备劳动
与卫国”体育制度。体育工作作为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
重要手段，受到各级党政重视。结合社会政治与社会建设需
要，群众体育工作在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

内大力推广，效果显著。
其次，农村群众体育各级组织的建立，深刻反映了体育工

作与国家间的紧密关系。1949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
会成立后，农村地区的体育活动就开始广泛开展，农民群众也

积极参与［32］。1952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后，除在各省市
设体育分会外，还在县以下设立农村、工厂等基层体育委员会。
农村体育委员会专门负责农村群众体育工作，遵循农村生产的

季节性，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以锻炼和培养

“体魄坚强、智勇双全的祖国保卫者和建设者”［33］。农村合作
化运动开始后，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众多农民体育协会，协会

在生产队与合作社之间，经常进行体育活动。农村基层俱乐部
纷纷成立，体育工作是其重要的活动内容，在农民群体中加以

推广进行。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人
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体育工作由人民公社统一安
排，并结合农业生产，开展各项活动，动员农民群众参与，使之

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公共活动。人民公社在中央指示下，统一
领导地方的群众体育运动，结合劳动生产“大跃进”，大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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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34］。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①作为党和政府的有力助
手，在农村群众体育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作为联系
农村广大青年的主要桥梁，青年团积极吸收体育工作人员，有

计划的培养体育专门人才，以利于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35］。青年团积极配合各级部门，面向基层宣传体育事业方
针及体育运动的积极意义，动员、组织青年农民群体参与体育
运动。农村地区民兵组织建立后，青年团更是积极“倡导和组
织民兵和青年群众熟悉和喜爱的体育活动，以加强青年的国防

体育”［36］，有力的推动农村群众体育的发展。
第三，农村群众体育非常注重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并结合民兵训练，形成农兵结合的特点，体现出浓厚的军事

与国防色彩。农村群众体育在开展过程中，积极落实国家体育
指导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教育。体育活动在组织过程
中，紧紧“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坚决贯彻政治挂帅”［37］，占领
农村思想文化活动阵地，抵制资产阶级及封建残余思想的影

响。农村基层体育协会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积极建设
者和祖国的忠实保卫者”为目标［38］。在冷战环境下，特别是
1960 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际局势的恶化，全国性备战运动开
始，全民国防的氛围形成。体育协会在工作中积极对群众进行
共产主义教育，要求会员积极参加劳卫制锻炼，促进劳动、保卫
祖国”［39］。
群众体育与民兵训练的结合，成为农村基层体育活动的显

著特点。1954 年，中央体委明确要求农村体育工作要主要结合
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重点试行一定项目的经常锻炼［40］。
人民公社设立专职委员负责民兵训练与体育活动，贯彻群众性

国防体育工作方针。青年团积极与民兵组织合作，并且要求各
级团组织建立军事体育部，逐级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41］。在
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为了更好的服务兵役动员与国防安全需

要，各地积极结合民兵训练，开展游泳、通讯、登山、射击运动，
开展国防教育和技术训练，“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适应
全民皆兵的需要”［42］。体育锻炼与民兵运动相结合的形式，使
得农村基层体育运动所需经费基本通过民兵组织得以解决，地

方政府和体育委员会则拨付少量经费开展年节体育活动［43］。
农村体育活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
农村群众体育工作的开展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特点。尽管受经济条件限制，农村基层群
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但在国家的强力带动下，在

大政府的主导与组织下，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体育活动的
开展过程中，国家对农民群众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的过

程，有效的服务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权力渗入及加强社会控制

的目标。在农村各级合作社建立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开
展的过程中，大量民众被动员起来，有组织、有秩序的参加各项
体育运动，在对国家政策及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积极反应与贯彻

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国家政治力量对乡村、对农民群众的控
制力度与动员深度。在基层农民群众的体育运动中，国家的政

治需求排在首位，其次是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最后是农村基

层公共生活及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这也成为新中国
体育的显著特点之一。
四、在国家与政党之间:对群众体育的政治诉求
农村基层群众体育在具体的开展过程中，在组织、内容等

方面积极贯彻落实体育的各项社会功能，特别是其政治功能，

以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政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服务革命战

争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需要。这也成为中
共体育工作的显著特点。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共所处环境
使得其将体育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开展，并在具体工作中强调

对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现实需要，并取得了有效的成

果。农村群众体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也是共产党全面进行社会
动员的过程。特别是建国后，中共在群众体育工作方面坚持政
治挂帅，对农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促进了农村体育事业及

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更加强了党和国家对乡村、对农民群体
的控制与调动力量。建国后的基层群众体育工作，有效的促进
了中共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与控制。
即使是建国后体育事业“大跃进”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所坚持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工

农群众服务的原则和美好初衷。对基层体育活动的重视，既是
中共革命经验中群众路线的延续，更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探索。特别是这一时期体
育活动与民兵建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合，更是凸显中共

群众体育建设的政治目的，即实现群众政治认识上的高度认

同，以完成社会主义总路线。体育已经远远超出身体锻炼的本
意，更多体现出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需求。因此，尽管“大
跃进”期间的体育活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出于国家建设与
国防需要，大多数地方仍然积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

民身体素质，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维护民族尊严，促进社会
生产建设，维护国防安全。
结 语

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使得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成

为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体育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独立、民族尊
严紧密相连，因而提高国民体质与素养、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
族自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中国现代体育事业与国家政治紧密

相连。体育事业承担的改善国民体格任务作为政党和国家的
政治任务与责任，使得体育远远超出身体教育、提高国民身体
素质的基本含义，承载了更多的政治需求与民族希望。体育事
业依靠政治得以有效实施、发展，与政治高度结合，成为体育工
作一大特点。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战时期，抑或是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时期，体育工作始终承担了超越其自

身的政治任务。一方面，体育工作要完成强健民众体质、维护
民族尊严、强大国力的任务。另一方面，体育工作要在具体活
动的开展中重视思想教育，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以促进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国防、保卫国家安全。中共在其斗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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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将体育与群众工作深刻结合，体育工作表现出强烈的革

命性、军事性及政治性特点。中共对基层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
动员，在促进体育的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发展时，使得体育
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被广泛运用，取得了显著成绩。体育事
业本身也因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深刻影响。

注 释:

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 1957 年后改为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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